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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比较利益率均等原则, 构建了一个兼顾效率与平等的国际贸易

模型, 用以研究进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效应与选择, 并利用 1996—2019 年的中

国分省数据, 通过随机前沿法测算了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发

现, 近 24 年来, 中国选择的是偏向出口导向的技术进步路径, 这与进口替代产业

的相对研发创新效率偏低等因素显著相关。 本文认为, 近年来中国在给定的发展阶

段与客观环境条件下选择了最优技术进步路径, 其背后的发展理论是静态与动态相

结合 (交替) 的比较优势原理。 当今的中国面临与历史经验不同的全新挑战, 需

要将发展重心适时地向进口替代做出调整, 而不应继续依靠与加强出口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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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跃成为

世界经济大国与贸易强国。 据世界银行与 WTO 的 2021 年数据显示, 中国是仅次于

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进出口总量居全球首位。 在国际分工中, 中国立足于中低端

制造业, 成为世界经济的传动轴。 2021 年, 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在世界上的占比

在国家中位居第一, 在经济体中仅次于欧盟, 位居第二。
中国在利用中低端制造业融入经济大循环的同时, 也在推动知识与创新带来的

技术进步与出口结构优化转型, 努力实现从中低端加工制造业向中高端加工制造业

的产业升级。 然而, 这种产业结构升级的努力往往会遭遇贸易保护主义的遏制与打

压。 面对新的世界经济形势, 基于什么样的经济理论、 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以便

于在国际分工交换中取得长足发展, 是我国经济学界亟待回答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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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国际分工交换发展的历史, 一国进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既是一

个贸易利益的分配问题, 也是一个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 受到了政府、 学界与公众

的广泛关注。
在国际贸易中, 偏向型技术进步传统上有两个路径选择: 其一是弱化比较劣势

而偏向进口方向的技术进步; 其二是强化比较优势而偏向出口方向的技术进步。
Hicks (1953) [1] 分析了 19—20 世纪美国在不同方向提高技术水平所产生的影响,
得出了三个一般性结论: (1) 一国偏向出口的技术进步可以使两个国家都受益;
(2) 偏向进口的技术进步使本国受益而使他国受损; (3) 国家发展可以遵循两阶

段发展路径, 第一阶段发展偏向出口的技术进步, 第二阶段发展偏向进口的技术

进步。
此后, 陆续有学者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对 Hicks 的结论进行了推演。 Samuelson

(2004) [2] 运用李嘉图比较优势模型讨论了中美贸易关系, 认为在自由贸易的情况

下, 中国偏向出口的技术进步可以使两国都受益, 而偏向进口的技术进步会造成美

国真实人均收入的永久性损失。 Samuelson 的后一结论遭到了 Jones
 

和
 

Ruffin
 

(2008) [3] 的反驳, 他们认为随着持续的技术进步, 比较优势有可能发生逆转, 形

成新的贸易均衡, 此时先进国家也可能从中获利。 Ju 和 Yang (2009) [4] 通过李嘉

图比较优势模型发现, 偏向进口的技术进步在比较优势逆转前确实会损害他国福

利, 并进一步推演了选择偏向进口的技术进步的条件, 他们认为只有偏好进口产品

胜过出口产品的大国才有可能在偏向进口的技术进步中获益。 可以说, Hicks 的第

一个一般性结论得到了普遍认可, 第二个一般性结论仅在比较优势发生逆转前成

立, 第三个一般性结论目前还只有 Ju 和 Yang (2009) 进行了初步的条件分析。
蔡继明等 (2021) [5] 基于 Samuelson (2004) 的基本假定, 运用广义价值论对

中美贸易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认为虽然偏向进口的技术进步短期内减少了美

国的贸易利益, 但这完全是根据比较利益率均等原则公平竞争且等价交换的结果,
并且当比较优势发生逆转之后, 美国的贸易利益会继续提升而不会受到永久性损

失。 然而, 这篇文章也主要是通过具体数值模拟对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所做的解

释性分析, 尚未讨论一国选择进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最优条件及其影响因素。 本

文将依据广义价值论的比较利益率均等原则, 构建一个国际贸易模型, 以期揭示进

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选择的最优条件及其影响因素。 在此基础上, 本文运用中国分

省面板数据对中国的偏向型技术进步进行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从而评价历史发展

路径并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两点: 其一是将比较利益率均等原则与广义价值论引入国际

贸易模型, 使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国内外统一的分工交换原则与价值理论基础上,
为贸易利益分配提供了一个集平等与效率为一体的公平准则; 其二是将要素偏向型

技术进步的经验检验引入国际贸易领域, 在进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的构建与测

度上做出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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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于比较利益率均等原则的国际贸易模型

(一) 分工交换的产生和均衡交换比例的确定

广义价值论认为, 比较利益的存在是社会分工和交换产生的基础。 比较利益

(Comparative
 

Benefit, 文中变量为 CB) 是生产者在分工交换情况下的收益 (效用)
与自给自足情况下的收益 (效用) 的差额, 或是通过交换得到的收益高于其所让

渡的产品机会成本的差额。①

以 2 輾2 模型 (两类生产者、 两种产品) 为例, 设生产者 1 生产单位产品 1 的

劳动时间为 t11, 生产单位产品 2 的劳动时间为 t12, 生产者 2 生产单位产品 1 的劳

动时间是 t21, 生产单位产品 2 的劳动时间是 t22, 均衡条件下生产者 1 用 x1 单位产

品 1 换取生产者 2 的 x2 单位产品 2, 两种产品的交换比例为 R2 / 1 = x2 / x1, 则用分工

交换节省的劳动时间所表示的比较利益如下式所示:
CB1 = x2 t12 - x1 t11 > 0; CB2 = x1 t21 - x2 t22 > 0

只有当比较利益为正时, 生产者才有动机与他人交换, 从而形成社会分工和商

品交换的市场。 而在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 商品的均衡交换比例是根据比较利益

率均等原则确定的。
所谓比较利益率 (Rate

 

of
 

Comparative
 

Benefit), 是比较利益的相对量, 两生产

者的比较利益率用公式表示如下:
CB′1 = (x2 t12 - x1 t11) / x1 t11 , CB′2 = (x1 t21 - x2 t22) / x2 t22

由此列出两生产者 (两部门、 两国) 比较利益率均等公式:
x2 t12 - x1 t11

x1 t11

=
x1 t21 - x2 t22

x2 t22
(1)

由公式 (1) 可推导出基于比较利益率均等原则的均衡交换比例:

R2 / 1 =
x2

x1

=
t11 t21

t12 t22

=
q12q22

q11q21

②

(2)

(二) 可变分工体系下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与最优选择的条件

在一个两国两产品的模型中 (用下标 i 代表国家, i∈ {1, 2}; 用下标 j 代表

产品, j∈ {1, 2} ), 假设两国都有生产两种产品的能力, 即处于可变分工体系

下, 两国都是对商品价格有影响力的大国③; 假定两国的相对生产力系数即 RP1 /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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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①以下有关广义价值论的引证, 如无特殊标注, 均出自蔡继明 (2022) [6]
。

②公式 (2) 中的 q11 、 q12 和 q21 、 q22 分别表示生产者 1 和生产者 2 在产品 1 和产品 2 上的绝对生产力,
即传统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劳动生产力, 它们分别等于前述单位产品劳动耗费的倒数: q11 = 1 / t11 , q12 = 1 /
t12 , q21 = 1 / t21 , q22 = 1 / t22 。

之所以都假设为大国, 是因为本文将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视为外国 (国家 1) 与中国 (国家 2) 两个

主体之间的贸易。 本文旨在研究中国问题, 这一抽象假设是为了体现中国的贸易特征。



q11 / q12

q21 / q22
>1,①则国家 1 专业化生产并出口产品 1, 国家 2 专业化生产并出口产品 2。

那么, 在初始给定的国际分工交换模式下, 国家 2 的最优偏向型技术进步方向是出

口导向还是进口替代的呢?
设国家 i 对产品 j 的进口需求量为 xd

ij , 国家 i 对产品 j 的出口供应量为 xs
ij , 国

家 i 对产品 j 自给自足的量为 xij , 国家 2 对产品 j 的研发投入为 d j 。
假定研发使得劳动生产力提高, 国家 i 在产品 j 上提高后的绝对生产力记为

q′ij , 如下式所示:
q′21 =q21(1 + θd1)k

q′22 =q22(1 + θd2){ (3)

其中, θ 为技术转化率; k 为进出口研发效率系数 =进口方向单位研发投入提高

的生产力 / 出口方向单位研发投入提高的生产力。 k > 1 表明进口方向单位研发投入

提高的生产力大于出口方向单位研发投入提高的生产力; k < 1 表明进口方向单位

研发投入提高的生产力小于出口方向单位研发投入提高的生产力; k = 1 表明研发投

入任何一个方向带来的生产力进步程度相同。 k 值越大, 表明进口研发效率相对于

出口越大; k 值越小, 表明进口研发效率相对于出口越小。 如果进口替代产业是高

质量经济活动, 那么 k 的大小会受到两个相反方向的影响, 其中正向是其生产力进

步会有更高的规模效应、 协同效应等, 因而进步幅度更大; 反向是其进入门槛更

高, 且比较劣势产业基础更薄弱, 因而生产力进步更困难。 综合而言, k 的大小难

以判断, 这里仅将其作为一个外生变量, 只考虑该因子如何影响结果。 对 k 的内生

机制的扩展分析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首先, 有代表性的生产—消费者在给定研发投入 (d1, d2) 和交换比例 (R2 / 1)

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消费束 (xd
21, x22) ②; 然后是社会规划者选择研发投入 (d1, d2)

使得效用最大化。
根据广义价值论均衡交换比例式 (2) 可知, 两国产品的交换比例为:

R2 / 1 =
xs

22

xs
11

=
q12q22(1 + θd2)
q11q21(1 + θd1)k

(4)

利用包络定理, 可以很容易地证明这两阶段最大化问题等价于社会规划者通过

选择 (xd
21, x22, d1, d2) 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问题 (Ju

 

and
 

Yang, 2009) [4] 。 设 β 为

消费者对产品 1 的效用偏好系数, L 为一国的劳动力总量, 则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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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相对生产力系数 RP1 / 2 是两个生产者 (企业或国家) 的相对生产力 RP1 = q11 / q12 与 RP2 = q21 / q22 之比。
RP1 / 2 >1 表明生产者 (部门或国家) 1 和 2 分别在产品 1 和 2 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RP1 / 2 <1 则相反, RP1 / 2

= 1 则表明双方没有比较优势, 即不存在比较利益, 没有分工交换的可能。
② 国家 2 的生产 — 消费者中的消费束为(xd21 + x21, xd22 + x22), 但由于完全专业化分工, 国家 2 不生产产品

1, 国家 1 不生产产品 2, 因此国家 2 的生产 — 消费者对产品 1 的消费等同于进口需求, 对产品 2 的消费全部

来自于自给自足, 因此其消费束可直接写为(xd21, x22)。



max
 

U2 =(xd
21) β(x22) 1-β (5)

　 　 　 s. t.

xs
22 +x22 = (L2 -d1 -d2)q22(1 + θd2)

xs
22 =R2 / 1xs

11

R2 / 1 =
xs

22

xs
11

=
q12q22(1 + θd2)
q11q21(1 + θd1)k

　 　 　

xs
11 = xd

21 　 　 　

xs
22 = xd

12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ï

约束条件可被化解为:

s. t.
q12q22(1 + θd2)
q11q21(1 + θd1)k

xd
21 + x22 = (L2 - d1 - d2)q22(1 + θd2) (6)

给出拉格朗日方程:

L = (xd
21) β(x22) 1-β - λ q12q22(1 + θd2)

q11q21(1 + θd1)k
xd

21 + x22 - (L2 - d1 - d2)q22(1 + θd2)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7)
分别对 xd

21、 x22、 d1、 d2 求得一阶导数条件:
U2(xd

21, x22)
xd

21

= λR2 / 1 (8)

U2(xd
21, x22)
x22

= λ (9)

-
xd

21R
d

1

-q22(1 + θd2) = 0 (10)

θ(L2 -d1 -d2)q22 -q22(1 + θd2) -
xd

21R
d2

= 0 (11)

从 d1、 d2 的一阶导数条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偏向型技

术进步分别会带来哪些效应。 公式 (10) 左边的前一项为偏向进口的技术进步带

来的正的替代效应, 即贸易条件与价值关系的改善, 后一项为因投入研发而减少生

产投入所带来的负的收入效应。 公式 (11) 左边第一项为偏向出口的技术进步带

来的正的收入效应, 第二项为因投入研发导致的负的收入效应, 第三项为负的替代

效应, 即贸易条件的恶化。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 1: 在遵循比较利益率均等原则的国际分工交换中, 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

偏向型技术进步会给国家带来不同的效应: 偏向进口的技术进步可以为本国带来负

的收入效应与正的替代效应, 并给外国带来负的替代效应, 即减少了本国可用于交

换的出口产品数量, 但同时改善了本国的贸易条件, 与之对应的是恶化了外国的贸

易条件; 偏向出口的技术进步可以为本国带来正的收入效应与负的替代效应, 给外

国带来正的替代效应, 即增加本国可用于交换的出口产品数量, 但同时恶化了本国

的贸易条件, 与之对应的是改善了外国的贸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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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述 4 个一阶导数条件与预算约束条件, 可以解得最优的研发投入 (d∗
1 ,

d∗
2 ) 为:

d∗
1 = β

4
L2 + β

2θ
- 1

θ

d∗
2 = 2 - β

4
L2 - β

2θ

ì

î

í

ï
ï

ï
ï

(12)

将公式 (12) 带入公式 (3), 可以推出最优的生产力进步速率 (
q∗

21

q21
,

q∗
22

q22
) 为:

q∗
21

q21

= (1 + θd∗
1 )k = βk

4
θL2 + βk

2

q∗
22

q22

= 1 + θd∗
2 = 2 - β

4
θL2 + 2 - β

2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13)

可以看到, 进口方向的最优生产力进步速率
q∗

21

q21
与对进口产品的偏好程度 β 、

进出口研发效率系数 k 成正比, 出口方向的最优生产力进步速率
q∗

22

q22
与对出口产品

的偏好程度 1- β 正相关。
进一步, 可以推出国家 2 选择偏向型技术进步方向的最优化条件: 比较最优条

件下比较优势产品的相对生产力
q∗

22

q∗
21

与原相对生产力
q22

q21
, 若前者大于后者, 则更

适合偏向出口的技术进步; 若前者小于后者, 则更适合偏向进口的技术进步; 若前

者等于后者, 则适合齐头并进 (中性) 的技术进步。
依照这一逻辑, 结合公式 (13), 可推出比较优势产品的相对生产力的变化

程度:
q∗

22 　
q∗

22

　 　 　 　
q∗

21 =
q22 = 2 - β

βkq
22 　

q∗
21

q
21

　 q
21

(14)

根据公式 (14) 数值的大小可以有如下三个选择:

(1) 当
2 - β
βk

> 1 时, 此时
q∗

22

q∗
21

>
q

22

q
21

, 适合强化比较优势, 采用偏向出口的技

术进步;

(2) 当
2 - β
βk

< 1 时, 此时
q∗

21

q∗
22

>
q

21

q
22

, 适合弱化比较劣势, 采用偏向进口的技

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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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
2 - β
βk

= 1 时, 此时
q∗

22

q∗
21

=
q

22

q
21

, 适合采用齐头并进的技术进步。

从以上分析中发现, 一国对进口品的偏好程度 β 越高, 进口方向研发效率系数

k 越高, 则更可能采用偏向进口的技术进步; 相反, 一国对出口品的偏好程度 β 越

高, 出口方向研发效率系数 k 越高, 则更可能采用偏向出口的技术进步。
由图 1 可以更直观地看到, 给定对进口品的偏好程度 β , 进出口研发效率系数

k 在函数曲线以下时, 即图 1 中阴影部分, 适合采用偏向出口的技术进步; 进出口

研发效率系数 k 在函数曲线以上时, 即图 1 中空白部分, 适合采用偏向进口的技术

进步; 进出口研发效率系数 k 正好落在函数曲线上时, 适合采用齐头并进的技术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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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偏向型技术进步方向的选择

本文利用几组模拟数据做进一步分析。 给定以下几种对进口品的偏好程度, 若

适合采用偏向进口的技术进步, 需满足: β = 1 时, k > 1; β = 0. 75 时, k > 1. 67;
β = 0. 5 时, k > 3; β = 0. 25 时, k > 7。 除了只偏好进口品的极端情况之外, 在进口

方向单位研发投入都必须带来更大幅度的生产力进步才可能实施偏向进口的技术进

步, 并且对进出口研发效率系数 k 的要求随着对进口品偏好程度 β 的下降而边际递

增: 当对进口品偏好程度从 0. 75 降至 0. 5 时, 进出口研发效率系数必须从大于

1. 67 提至大于 3, 才会继续选择偏向进口的技术进步。 反观适合偏向出口的技术进

步的条件, 除了完全不偏好出口品的极端情况之外, 只要进出口研发效率系数 k =
1 就可以保障实施, 而且这一要求随着对出口品偏好程度的上升而边际递减: 当对

出口品的偏好程度 (1 - β) 为 0. 5 时, 进出口研发效率系数 k 只需不高于 3; 对出

口品的偏好程度上升至 0. 75 时, 进出口研发效率系数 k 只需不高于 7, 就能让偏向

出口的技术进步成为最优选择。
通过以上基于广义价值论国际贸易模型的分析, 可以从三个偏向型技术进步的

选择条件中得到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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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2: 参与国际分工后, 为了使本国福利最大化, 选择偏向出口还是进口的

技术进步路径, 取决于国家偏好与进出口研发效率系数。 一国越偏好进口品, 进出

口研发效率系数越高, 则越有可能选择偏向进口的技术进步; 反之, 则越有可能选

择偏向出口的技术进步。

二、 中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路径选择及影响因素

接下来考察中国 1996—2020 年的技术进步路径是偏向出口导向还是进口替代,
并检验其与进出口研发效率系数的关系是否与模型结论相契合。

在经验检验中, 偏向型技术进步通常是通过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进行测算的。
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是指, 如果技术进步的发生使得某一要素的边际产出获得了更

高的增长, 那么可以认定技术进步偏向于该要素 ( Acemoglu, 2002[7] ; Doraszelski
 

and
 

Jaumandreu, 2018[8] )。 在广义价值论框架中, 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哪一种产品

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 因而偏向比较优势要素的技术进步与偏向出口的技术进步是

一致的, 偏向比较劣势要素的技术进步与偏向进口的技术进步是一致的。
由此确定本文经验检验的思路是: 首先考察我国的比较优势要素与比较劣势要

素及其演变路径, 再通过用比较优势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代表偏向出口的技术进

步、 比较劣势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代表偏向进口的技术进步的方法, 测算出我国的

进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 并进行后续的回归与结果分析。
(一) 中国比较优势要素的演变

余淼杰 (2018) [9] 通过对我国现实贸易数据的研究发现, 我国的出口结构变

化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78—1985 年) 出口农产品; 第二阶段 (1985—
1995 年) 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第三阶段 (1995—2001 年) 开始出口资本密集

型产品; 第四阶段即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快速上升。
同时, 该文使用 Balassa (1965) [10]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RCA) 测度了我国的动

态比较优势产业, 发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一直维持着比较优势, 资本密集型产业在

1995 年后转变为比较优势, 而高技术产业尚未形成比较优势。
国内不少学者也测度了中国制造业中不同要素密集度产业的比较优势, 发现劳

动力密集型产业是中国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而技术密集型产业依然存在明显的

比较劣势 (戴翔, 2019[11] ; 黄先海, 2006[12] )。
综合考虑, 本文选择 1996—2020 年的劳动力与技术两要素进行偏向型技术进

步指数的测算。 其中, 劳动力要素是比较优势要素, 技术要素是比较劣势要素。
(二) 中国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测度

1. 测算方法选择

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的测算方法主要有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法、 数据包络分析法

与随机前沿分析三种方法。 本文选择超越对数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进行测算。
相比另外两种方法, 该方法允许要素替代弹性可变, 从而更符合现实, 也被国内外

诸多学者如 Karanfil
 

和 Yeddir-Tamsamani (2010) [13] 、 王班班和齐绍洲 (2014)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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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月玲和叶阿忠 (2014), 李新安和李慧 (2022) [16] 等所采用。
借鉴张月玲和叶阿忠 (2014) 测算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方法, 本文首先将检验

模型构建为超越对数函数:

　 　 lnYit = β0 +βN lnNit + βS lnSit +βTTt +
1
2
βNN(lnNit) 2 + 1

2
βSS(lnSit) 2

+ 1
2
βTTTt

2 +βNS lnNit lnSit +βTNTt lnNit + βTSTt lnSit + εit (15)

其中, Yit 、 Nit 、 Sit 、 Tt 分别代表我国各省的产出规模、 劳动力投入、 技术投入

与技术进步; β0 代表固定效应; βN 、 βS 、 βT 代表变量的积累效应; βNN 、 βSS 、 βTT 代表

变量的规模效应; βNS 、 βTL 、 βTN 、 βTS 代表变量间的交叉效应; εit 代表随机扰动项。
通过随机前沿分析法 (SFA) 进行回归可以得到上式中的系数参数, 然后根据

公式 (16) — (18) 即可推得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 BiasSN it :

εS it =
lnYit

lnSit

= βS + βSS lnSit + βKS lnK it + βTSTt (16)

εN it =
lnYit

lnNit

= βN + βNN lnK it + βNS lnSit + βTNTt (17)

BiasSN it = ε·Sit
- ε·Nit

=

lnYit

Tt lnSit

lnYit

lnSit

-

lnYit

Tt lnNit

lnYit

lnNit

=
βTS

εS it

-
βTN

εNit

(18)

其中, εSit
、 εNit

分别为各要素的产出弹性; BiasSN it 为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 当

BiasSN it > 0 时, 技术进步偏向技术要素, 即偏向进口替代; 当 BiasSN it < 0 时, 技

术进步偏向劳动力要素, 即偏向出口导向。
2. 数据处理与指数测算

本文选取我国 30 个省份 1996—2020 年的数据进行测算, 重庆与港澳台数据缺

失严重, 因而没有纳入样本。 样本数据统一以 1978 年为基期进行价格调整。 数据

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EPS 数据库、 CEIC 数据库、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2004) 》 《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 对相关变量数据按照如下方式进

行处理。
对于产出规模 Y (1978 年为 100), 本文选取国家统计局披露的国民生产总值

指数来衡量, 并以 1978 年为基期进行调整。
对于技术要素, 即技术投入 S, 鉴于目前已有不少成熟研究将劳动力按照学历

区分为技能型劳动力与非技能型劳动力来研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如 Haskel 和
Slaughter (2002) [17] , 宋冬林等 (2010) [18] , 张月玲和叶阿忠 (2014) 等。 本文认

为, 技术密集型产业相比起其他行业, 对技能型劳动力的密集投入有更大的需求,
因此可以选择用技能型劳动力来代表技术投入, 具体表示为学历为高中以上 (不

含高中) 的就业人口。 分省就业人数的数据来自于 《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
与 CEIC 数据库; 分省就业人口中的教育程度数据来自于 EPS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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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劳动力要素, 即劳动力投入 N, 为了与技术要素的数据不产生关联, 本

文选择以非技能型劳动力而非总劳动力来测算, 这与现实情况也较为吻合: 根据黄

先海 (2006) 的测算, 中国稳定处于最具比较优势地位的产业是服装及其他纤维

制品制造业, 这是典型的非技能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具体表示为学历为高中及高

中以下的就业人口。
对于技术进步 T, 采用时间趋势 T= 1, 2, 3…来表示 (张月玲和叶阿忠, 2014)。
3. 测算结果

本文用随机前沿模型对超越对数函数式 (15) 进行回归, 其相关系数结果如

表 1 所示。

表 1　 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回归结果

产出规模 产出规模

技术投入
0. 368∗∗∗

(0. 102) 1 / 2 时间平方项
-0. 001∗∗∗

(0. 009)

劳动力投入
0. 848∗∗∗

(0. 280) 技术、 劳动力交叉项
-0. 065∗∗∗

(0. 019)

时间趋势
0. 079∗∗∗

(0. 012)
时间、 技术交叉项

-0. 003∗

(0. 001)

1 / 2 技术平方项
0. 035∗∗∗

(0. 012)
时间、 劳动力交叉项

0. 007∗∗∗

(0. 002)

1 / 2 劳动力平方项
-0. 067∗

(0. 041)
常数项

1. 832∗

(0. 998)

样本总数 750 样本总数 750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上标∗∗∗ 、∗∗和∗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水平上显著, 下同。

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得到的参数结果, 根据公式 (16) — (18) 可得技术与劳

动力的要素产出弹性, 并最终推得技术相对于劳动力的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 为了

清晰直观地展示测度结果, 本文使用所有省份的平均值作为代表刻画了我国

1996—2020 年技术相对于劳动力的偏向型技术进步路径 (见图 2)。 可以看到, 中

国的技术进步路径整体上持续地偏向于劳动力要素, 这意味着我国近 24 年内的技

术进步路径是偏向出口导向的。 在现实发展中, 在过去 24 年里, 中国的确在不断

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 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到共建 “一带一路”, 再到打造多个

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都在持续优化开放布局、 搭建贸易平台、 放宽市场准入, 均

体现出中国建设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战略。
结合结论 1 可知, 在整体上持续偏向出口导向的技术进步路径下, 我国的比较

优势不断扩大, 在贸易中获得的贸易利益不断增长, 同时还会持续改善他国的贸易

条件, 与他国形成了互利互惠的良性贸易关系。
进一步地, 本文要考察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 根据本文的模型结论 2,

技术 (S) 密集型产业相对于传统的劳动力 (N) 密集型产业的创新效率变化会对

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 BiasSN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文将基于经验数据考察过去影

响中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现实因素, 并评价其与本文所依据的经济理论的契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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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6—2020 年中国偏向型技术进步路径

(三) 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

由于重庆、 西藏、 新疆、 港澳台在 1996—2019 年期间的数据存在缺失且难以

补齐, 本文选用 1996—2019 年我国 28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构建以下计量模型来对

中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lnBiasSN it = β0 +β1L2. lnTE it +β2 lnTradeit + β3 lnESit

+ β4 lnRDit + β5 lnOSit + μi + τt +εit (19)
其中, i 为省份, t 为时间, 被解释变量 BiasSN it 为技术相对于劳动力的偏向型技术

进步, μi、 τt、 εit 分别表示省份间差异的个体效应、 随时间变化的时间效应与其他干

扰项。
1.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基础模型共涉及 5 个解释变量, 包括 1 个主要解释变量 TE 与其余 4 个控制变

量。 各解释变量的定义与处理如下。
(1) 相对研发创新效率 (TE) 。 指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于传统产业的研发创新

效率, 对应于公式 (14) 中的 k, 即结论 2 中的进出口研发效率系数。 本文按照中

国工业行业类别和 《高技术产业 (制造业) 分类》 目录, 将技术密集型产业从工

业行业中提取出, 并将剩余的其他工业产业被划分为传统产业。 样本口径为大中

型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 指标采用各省 “新产品销售收入与研发人员全时

当量之比” 来测算技术密集型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研发创新效率, 并用各省技术

密集型产业研发创新效率除以各省传统产业创新效率得到相对研发创新效率

TE 。 相关数据来源于 《中国科技年鉴》 与 《中国高科技产业年鉴》 。 在具体分

析中, 我们发现相对研发创新效率对因变量的影响有时滞效应, 因此对该变量的

对数做滞后 2 期的处理。
(2) 贸易开放度 (Trade) 。 学界已有大量经验研究表明, 贸易开放程度对偏

向型技术进步有显著影响 (张莉等, 2012[19] ; 王燕和陈欢, 2015[20] )。 本文用各

省份 “进出口总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作为度量指标。
(3) 企业规模 (ES) 。 已有研究发现, 企业规模与偏向型技术进步具有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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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Antonelli
 

and
 

Scellato, 2015) [21] 。 本文运用各省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

业务收入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之比” 作为度量指标。
(4) 研发强度 (RD) 。 杨翔等 (2019) [22] 发现, 研发内部投入是推动中国获

取偏向型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 因此, 本文加入各省份 “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与地

区生产总值之比” 这一指标作为解释变量。
(5) 国有经济占比 (OS) 。 王燕和陈欢 (2015) 发现国有经济占比的降低与

偏向型技术进步显著相关。 Song
 

和 Wang (2016) [23] 提出, 国有经济会加快环境

偏向型技术进步。 本文以各省份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与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之比” 来代表国有经济占比指标。
以上 4 个控制变量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与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各

解释变量的相关数据经过处理后, 其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2. lnTE 滞后 2 期的创新效率的对数 608 0. 4880 1. 3183 -5. 1840 4. 0380

lnTrade 贸易开放度的对数 672 -5. 7214 1. 0567 -8. 2226 -3. 3499

lnES 企业规模的对数 672 0. 1078 1. 0875 -3. 1649 1. 9597

lnRD 研发强度的对数 672 4. 0110 1. 6633 -2. 0455 7. 7471

lnOS 国有经济占比的对数 672 -0. 6728 0. 4636 -1. 9389 0. 3884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L2. lnTE、 lnTrade、 lnRD、 lnES 的极值之间差距较大,
lnOS 的极值之间差距较小, 说明中国各个省份在研发效率、 贸易开放度、 研发投入

与企业规模上存在显著差异, 各省在国有经济占比上差异较小。 相比于极值差异, 5
个解释变量的标准差都较小, 说明解释变量的离散程度较低, 均值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2. 模型回归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通过 Hausman 检验发现, 本文的面板数据最适合于混合截面模型, 其次是随

机效应模型, 因此本文首先使用混合截面模型对基础模型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见表

3 列 (1)。 为了检验回归的稳健性, 一方面, 本文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再次进行检

验, 检验结果在表 3 列 (2); 另一方面, 本文增添了东部地区 ( east)、 中部地区

(middle)、 东北地区 (northeast) 与西南地区 ( southwest)① 四个虚拟变量, 考察不

同地理分区对因变量的影响, 回归结果展示在表 3 列 (3) 中。
列 (1) 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 滞后 2 期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于研

发创新效率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于研发创新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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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部地区 (east) 包括北京、 天津、 河北、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山东与广东; 中部地区

(middle) 包括山西、 江西、 河南、 湖南、 湖北与海南; 东北地区 (northeast) 包括辽宁、 吉林与黑龙江; 西

南地区 ( southwest) 包括广西、 四川、 贵州与云南; 剩余的西北地区 (northeast) 包括内蒙古、 陕西、 甘肃、
青海与宁夏。 为避免共线性, 本文选取前四个地区建立虚拟变量。



会在两年后对偏向于技术的技术进步产生推动作用, 回归结果与结论 2 相契合, 说

明中国的偏向型技术路径的选择与本文经济理论中的最优选择是一致的; 贸易开放

度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贸易开放程度与偏向出口导向的程度正相关, 本文可

以从进口品偏好或需求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 两国形成贸易, 意味着两国对于进口

品都存在偏好或需求, 对外开放程度越高, 就能够获取越充足的进口品, 从而对进

口品的需求就越容易得到满足, 因而没有动力实行进口替代; 反之, 如果开放程度

降低, 那么对于进口品的需求就需要在国内生产, 从而被动地向进口替代发展; 企

业规模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企业规模越大, 就越能促进偏向技术的技术进

步; 研发投入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目前中国的研发投入主要还是在提高劳动

力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水平上取得成效。

表 3　 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L2. lnTE
0. 093∗∗∗ 0. 063∗∗ 0. 082∗∗∗

(0. 025) (0. 027) (0. 025)

lnTrade
0. 081∗∗ 0. 063 0. 036

(0. 032) (0. 048) (0. 044)

lnES
0. 157∗∗∗ 0. 128∗∗ 0. 158∗∗∗

(0. 045) (0. 053) (0. 050)

lnRD
-0. 097∗∗∗ -0. 092∗∗ -0. 105∗∗∗

(0. 028) (0. 041) (0. 030)

lnOS
-0. 122 -0. 101 -0. 160∗

(0. 083) (0. 119) (0. 086)

east
0. 055

(0. 131)

middle
-0. 173∗

(0. 095)

northeast
0. 037

(0. 115)

southwest
-0. 056
(0. 100)

C
0. 508∗∗ 0. 421 0. 286

(0. 243) (0. 357) (0. 308)

样本量 584 584 584

模型 混合截面 随机效应 混合截面

Hausman 检验 Prob>chi2
 

=
 

0. 1499 Prob>chi2
 

=
 

0. 9515

R2 0. 046 0. 044 0. 058

列 (2) 混合截面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列 (1) 混合截面模型大体一致, 仅贸易

开放程度的显著性有所降低。 列 (3) 增加了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且与列 (1) 基

础模型结果大体一致, 贸易开放程度的显著性同样有所降低, 同时国有经济占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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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有所提升。 从中能够发现, 中部地区的技术进步路径相比起其他地区显著地

更偏向于出口导向。 总体而言, 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三、 拓展研究: 建立完整产业体系的重要性

一国产业体系中缺失环节从无到有的过程是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一个特殊情况,
或者说是初始情况。 蔡继明等 (2012) [24] 所建立的广义价值论的分工体系模型,
原本是用于揭示不同分工体系下价值决定问题的, 在此也可用于说明建立独立自主

且相对完整产业体系的重要性。
对比不同分工体系模型, 可变分工 v、 不变分工 c 与混合分工 m 三种体系的均

衡交换比例 (交换能力) 有如下比较关系: Rv
2 / 1 > Rm

2 / 1, Rc
2 / 1 > Rm

2 / 1。 从中可以看到,
与所有国家都是不变分工或所有国家都是可变分工的世界体系中的国家相比, 在混

合分工的世界体系中的不变分工国家的贸易条件是最恶劣的。 由于其在混合分工体

系中的生产能力较为单一而具有较弱的独立自主能力, 同时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分

工和交换关系, 因此, 该国的产品换取对方国家产品的能力相较于可变分工和不变

分工体系更弱, 该国产品的广义价值也较低。 反之, 在混合分工体系中拥有宽泛生

产能力的国家的产品广义价值则相对地高于其他分工体系, 异质劳动折算能力更

强, 因此可以用更少的劳动换取其他国家更多的劳动。 不仅如此, 根据李亚鹏

(2010) [25] 与蔡继明等 (2012) 的研究可以得出, 三种分工体系的国家在一起进

行贸易时, 可变分工体系永远处于优势。
因此, 建立起独立自主且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有重要意义, 可以使一国从混合

分工体系下的不变分工国向可变分工体系下的可变分工国转变, 从而改善贸易条件,
提高异质劳动折算能力。 由此得到以下结论。

结论 3: 对于大国而言, 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 而后发挥比较优势, 比缺

乏独立自主能力时一味追求比较优势, 能够得到更好的贸易条件, 更高的异质劳动

折算能力, 从而可以得到更多的贸易利益, 增进国民财富。

四、 结　 论

本文根据比较利益率均等原则, 构建了均衡的国际贸易模型, 分析了在公平贸

易的情况下一国进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效应与最优选择。 结果发现, 对于一个大

国而言, 一国越偏好进口品, 进出口研发效率系数越大, 则越有可能选择偏向进口

的技术进步; 反之, 则越有可能选择偏向出口的技术进步。
接着, 本文利用超越对数函数计量回归得到了我国的进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指

数, 并对主要解释变量进出口研发效率系数与因变量进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关系

进行了检验。 在广义价值论的模型设定中, 偏向出口方向等同于偏向比较优势要

素, 偏向进口方向等同于偏向比较劣势要素, 因此本文在界定了要素的比较优劣势

后, 以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来代表因变量, 以要素密集型产业的相对研发效率

来代表主要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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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检验结果, 中国在近 24 年里选择的是偏向出口导向的技术进步路径,
这与中国的现实贸易举措是一致的, 体现出中国建设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战略。 从

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来看, 中国偏向出口导向的技术进步路径的变化与进口替代

产业的相对研发创新效率等因素显著相关, 这与本文所依据的经济理论是契合

的, 本文认为过去中国在给定的发展阶段与客观环境环境条件下选择了最优技术

进步路径。
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贸易战略及其背后支撑的发展理论, 本文基于广义价值论

的贸易模型做出了解释。 首先在改革开放前, 中国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改

善了中国的贸易条件, 为改革开放后长期的贸易发展与财富积累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改革开放后, 中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大循环, 贸易政策存在出口导

向, 也存在进口替代, 但在整体取向上是偏向出口导向的, 通过发挥比较优势的作

用积极利用外资与国外市场, 同时也将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为比较优势产业

(余淼杰, 2018) [9] 。 中国把握住了正确的贸易政策取向, 因而也取得了卓越的贸

易政策绩效与经济发展成就, 所依据的发展理论就是从静态向动态扩展的比较优势

原理。
但是, 必须认识到的是, 改革开放的前 30 年中, 中国能够在偏向出口导向的

技术进步路径中顺利实现资本密集型产业从比较劣势到比较优势的转型升级, 与早

期建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密不可分的, 也与开放的国际环境息息相关。 而近

10 年来, 我国在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遭遇了 “卡脖子” 问题与中美贸

易摩擦, 所面临的是与历史经验不同的全新的挑战。
如今, 中国对于对外开放的诉求已经不止于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获取贸易利益,

还在于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同

时,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 如何防止偏向出口导向的技术进步当中的不足之处, 走出

可持续发展的贸易之路成为了当务之急。 针对当前的贸易政策取向与国际形势冲

击, 本文提出如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环境, 中国首先应该争取推进互利共赢的

友好贸易关系, 为继续依托中国现有比较优势、 积极利用外资与国内资源创造外部

条件。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有产业体系配套完善的供给优势, 有丰富的人

力优势, 有领先世界的数字经济优势, 这些都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
短时期内难以被其他国家赶超。 现阶段内中国适合走偏向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 首

先需要创造与维护外部条件, 让中国能够充分利用国内资源, 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

球资源要素, 吸引与留存高质量外资, 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
第二, 整合更多资源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解决 “卡脖子” 问题, 提

高博弈力量以应对遏制打压。 相比起将主要资源投入到强化比较优势以获取贸易利

益的路径, 优先将资源调度到研发进口替代产品, 攻克短板, 再投入到专业化分工

交换中是更加可持续的。 此时中国的发展重心就要适时从融入国际产业链转向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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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价值链与供应链, 通过牺牲短期的贸易利益为长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

基础。
第三, 政府需要做好对动态比较优势的跟踪与识别, 在偏向进口替代的技术进

步存在驱动力的转型期与瓶颈期, 适时提供有效助推与支持。 中国在近 24 年里适时

选择了偏向出口导向的技术进步路径, 但如今的贸易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 贸易保护

主义兴起, 因而对于部分进口品需要尽快实现自给自足, 从而逐渐形成了技术进步从

偏向出口向偏向进口转型的驱动力。 此时政府需要为贸易政策转型提供更加有效的助

推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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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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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ternational
 

trade
 

model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both
 

efficiency
 

and
 

equalit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equal
 

rat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model
 

is
 

used
 

to
 

study
 

the
 

effects
 

and
 

selection
 

of
 

import-export
 

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Using
 

provincial-level
 

data
 

from
 

China
 

from
 

1996
 

to
 

2019,
 

this
 

paper
 

employs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to
 

estimate
 

the
 

index
 

of
 

import-export
 

biased
 

technological
 

pro-
gres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over
 

the
 

past
 

24
 

years,
 

China
 

has
 

chosen
 

a
 

path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iased
 

towards
 

exports,
 

which
 

is
 

significantly
 

relat-
ed

 

to
 

factors
 

such
 

as
 

relatively
 

low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im-
port-substitution

 

industries.
 

The
 

paper
 

argues
 

tha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chosen
 

the
 

optimal
 

path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given
 

its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the
 

underlying
 

development
 

theory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at
 

combines
 

static
 

and
 

dynamic
 

(alternating)
 

advantages.
 

In
 

the
 

face
 

of
 

new
 

challenge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historical
 

experiences,
 

China
 

needs
 

to
 

timely
 

adjust
 

its
 

development
 

focus
 

towards
 

import
 

substitution
 

rather
 

than
 

relying
  

and
 

strengthening
 

on
 

export-oriented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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